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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前，内生动力不足已成为制约我国乡村环境

治理与绿色发展的症结。在东部地区，很多乡村

凭借其区位优势、集体经济基础与活跃的市场主

体，能够有效撬动社会资本，推动环境治理与乡村

旅游、特色农业等业态深度融合。然而，这种模式

也容易导致乡村对外部资本与市场化运营的过度依

赖，使环保内生动力的培育受到抑制。在中西部地

区，不少乡村的环境治理常常是依靠中央财政转移

支付和定点帮扶项目。这些地区虽在基础设施层面

取得显著改善，却因集体经济薄弱、人口外流及专

业管护能力不足等因素，难以建立可持续的长效化

环境管护机制。特别是人口的持续外流削弱了当地

培育乡村环保内生动力的社会基础。尽管东西部乡

村面临的情境与约束不同，但均暴露出乡村环保内

生动力的培育仍面临系统性挑战。

针对如何激发乡村环保内生动力，学界开展

了深入剖析。一方面，学界聚焦于农民参与环境

治理的可能性及其实现机制，从回归生活 [1]、内发

性治理 [2] 及行政引领自治 [3] 等角度讨论了激发乡

村环保内生动力面临的困境与可行的破解路径。另

一方面，学界基于近年来不断涌现的地方创新实

践，研究了内生动力生长的社会机制。比如，陈涛

等主张通过调适“民”与“治”的边界构建农民

主体性，实现农民与政府的互益协作及人与自然的

互利共生 [4]。又如，有学者主张推进乡村人居环境

的“差序整治”[5]，即根据私人空间、半公共空间

与公共空间的性质差异引导与激励村民发挥自身能

动性。还有学者认为，通过发挥地方产业精英的作

用、充分利用乡村地方性知识与乡村社会资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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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既有研究对乡村环保内生动力的探讨存在“重对策轻脉络”和“重个案轻整体”的局限，

难以解释其历史流变与区域差异。历史分析发现，乡村环保内生动力的演变轨迹与城乡关

系的结构性变迁深度关联：前者在自然二元状态下表现为朴素的地方性实践，在制度二元

结构下体现为服务于国家建设目标的环保关联行动，在二元格局松动后因要素外流而陷入

系统性衰退，直至国家系统化地调整城乡关系后才呈现出复苏态势。基于对既有激活路径

的审视，本文提出结构性正位这一解释框架，旨在揭示乡村环保内生动力的生成取决于乡

村在城乡关系中的合理定位。当前，乡村的结构性正位尚未全面实现，内生动力培育存在

显著的区域差异。对此，东部地区应着力防范过度资本化对乡村主体性的侵蚀，中西部地

区则需借助外部赋能夯实结构性正位的基础，推动乡村环保内生动力的整体性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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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激发乡村经营主体内生动力 [6]。这类研究既揭示

了培育内生动力所面临现实梗阻，也识别出了诸如

价值共识、利益共享等激活内生动力的关键机制。

但总的来看，既有研究多关注激活内生动力所面临

的结构性困境或地方实践中所折射的可行路径，较

少追问乡村环保内生动力的历史演变。同时，相关

经验研究通常围绕某一乡村展开个案分析，未能将

不同乡村在资源禀赋、制度条件与发展阶段等方面

的差异纳入整体分析框架，在解释中国乡村环保内

生动力的整体图景时存在局限性。因此，已有研究

尚存在“重对策轻脉络”和“重个案轻整体”的不

足，难以解释乡村环保内生动力的历史演变与区域 
差异。

鉴于此，本文将研究焦点转向对乡村环保内生

动力的历史性审视和结构性分析。本文旨在回答以

下问题：其一，乡村环保内生动力经历了怎样的历

史演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表现出怎样的阶段

性特征？其二，乡村环保内生动力的生成逻辑是什

么？如何解释不同区域乡村环保内生动力的差异？

1 内生动力的理论溯源

内生动力是源自系统内部的推动力，强调推动

系统持续发展与变革的力量来自系统自身。这一概

念背后的理论基础较为庞杂，其理论渊源可从“发

展源于系统内部”的思想中加以追溯。总的来看，

内生动力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以下三类。

第一，后发国家发展道路的理论主张。“二战”

结束后，后发国家普遍面临发展道路的选择难题。

20 世纪 70 年代，面对依附理论的悲观论调，日本

学者鹤见和子提出了内发型发展的概念，主张立足

地区文化遗产、居民的自我变革及其主体性，走多

元内生的发展道路 [7]。1988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在《内源发展战略》中指出，发展应是“从内部产

生”并“为人类服务”的 [8]，强化了以人为本的内

生发展观。第二，经济学中的内生增长理论。1986
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默（Paul M. Romer）对

传统经济增长理论提出批判，系统阐述了内生技术

变革（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的概念，

强调知识和技术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9]。经济学

家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E. Lucas Jr.）提出，人

力资本是推动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内生机制 [10]。他

们主张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来源于经济系统内部，

奠定了内生增长理论的理论基调。第三，乡村发展

理论。20 世纪 90 年代，欧洲学术界对内源式乡村

发展（Endogenous Rural Development）展开了系

统探讨，强调应通过发掘与恢复地方文化、创造地

域认同，推动乡村的内生发展 [11]。然而，传统内

生发展理论过于强调本地行动者的功能，在很多时

候排除了外部行动者的作用，难以适应经济一体化

趋势 [12]。此后，学界基于内源式乡村发展理论局

限和欧盟的乡村项目实践指出，增进乡村地区的社

会经济福祉不能只关注自下而上的发展路径，还应

重视区域发展的外部环境，由此提出了新内源发展

（Neo-Endogenous Development）范式 [13]。

中国学界对乡村内生动力的探索肇始于“民

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1935 年，梁漱溟先生指

出“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是乡村建设的一大

难点 [14]，“假若农民力量老开发不出来……则乡村

运动终无前途。”[14]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学界

对于内生动力的讨论开始聚焦于区域发展与扶贫开

发。1988 年，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宁德主持工作时提

出“贫困地区完全可能依靠自身的努力、政策、长

处、优势在特定领域‘先飞’，以弥补贫困带来的

劣势”[15]；2012 年，他在河北阜平考察扶贫开发工

作时明确指出“贫困地区发展要靠内生动力”，并

强调“内外结合才能发展”[16]。在这一历史时期，

学界重点关注了扶贫和脱贫过程中内生动力的机制

建设。随着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与乡村振兴战略

的提出，内生动力的研究逐渐拓展转型。当前，内

生动力逐渐成为乡村全面振兴背景下关乎乡村主体

性构建、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治理的重要议题。与

此同时，对主体性这一内生动力核心要义的讨论也

不断深化，它不再局限于农民参与层面，而是被置

于结构性条件中加以综合考察，被划分为经济主体

性、社会主体性、文化主体性等多个维度 [17]。

乡村环保内生动力是乡村内生动力的一部分，

它是以乡村本地主体的自觉意识、社会活力与能动

实践为基础，自我维持并持续推动乡村环境治理与

绿色发展的综合性力量。2023 年 7 月，习近平总书

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指出，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必须正确处理外部约束与内生动力的关系，强

调在强有力的外部约束下，“激发起全社会共同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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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生态环境的内生动力”[18]。在实践层面，部分地

区已探索出激活环保内生动力的多重路径。例如，

有的地方在“千万工程”中通过“政府主导—政府

引导农民参与—农民主动参与”的阶段性演进，以

“外部激活 + 内部重塑”的制度设计激发了农村人

居环境治理的内生动力 [19]。再比如，一些乡村引

导与鼓励外来青年群体参与乡村绿色发展，通过增

强乡村对外部资源的吸纳与转化能力来激活内生动

力 [20]。但总体而言，环保内生动力的激发仍面临着

很多挑战，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还存在巨大差异。

尽管学界关于内生动力的关注重点存在差异，

但也形成了共识。一方面，激发内生动力并非主张

在发展过程中完全排斥外部力量。无论是新内源发

展理论还是外部约束与内生动力关系的论断，均强

调内外协同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主体性是内生动

力的核心面向，却并不能涵盖内生动力的全部意

义。同时，农民主体性作用的发挥无法离开外部条

件的支持 [21]。因此，对乡村环保内生动力的理解

不能仅局限于内部主体视角，而应将其置于结构性

情境内加以考察。其中，城乡关系为审视乡村环保

内生动力的演变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历史性与结构性 
视角。

发展经济学中的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指

出，发展中国家存在传统的农业部门与现代的工业

部门并存的现象，发展过程即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

工业部门不断转移的过程 [22]。这一理论视角揭示了

城乡间的结构性差异与不平等关系，有助于理解乡

村资源向城市的单向流动及乡村内部治理能力的弱

化。随着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学界开始更多关注城

乡间的互动与互通。比如，城乡一体化理论打破了

城乡二分的简单化处理，强调城乡之间在人口、经

济、空间上是一个相互渗透、相互依赖的谱系。特

别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城乡融合理念逐渐成为共

识，它强调通过要素自由流动、公共服务均等化以

及功能互补，实现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良性的城

乡关系并非单向的扶持或输入逻辑，而是通过政策

干预、市场纽带和社会网络，为乡村引入新的资源

与发展理念，从而为激活乡村环保内生动力提供新

的契机。因此，本文将立足于城乡关系的视角，系

统考察我国城乡关系变迁过程中乡村环保内生动力

的演变历程，进而阐释其生成逻辑。

2 乡村环保内生动力的演变历程

城乡关系深刻影响着乡村环保内生动力的流

变。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我国城乡关系曾维持着

相对均衡和相互依存的自然二元状态。近代以来，

伴随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与自然经济的解体，城乡

关系逐渐失衡。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我国城乡关

系经历了从严格分割到有限开放，再到迈向融合发

展的结构性转型。这种转型不仅重塑了乡村在经济

社会结构中的功能定位，也促使乡村环保内生动力

随之呈现出复杂的演变轨迹。

2.1 自然二元状态下朴素的生态观念与实践

在传统农业社会，我国城乡关系长期处于相对

稳定的自然二元状态。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乡村

社会逐渐形成了“天人合一”“取之有度”“物尽其

用”及“有序利用”等朴素的生态观念与资源利用

实践。但步入近代社会后，随着工业文明的冲击与

自然经济的解体，城乡分离趋势越来越明显 [23]，乡

村社会结构遭遇严重损蚀，乡村环境问题逐渐显

露，传统的资源利用模式随之趋于瓦解。

传统社会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环境保护理念

与环境治理体系，乡村环保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嵌入

日常生产生活的朴素经验与地方性知识。这种经验

是农民在长期地顺应自然和维系生计过程中形成的

实践性共识。例如，课题组在新安江源头地区调研

时发现，当地在清朝时期曾立下“悮砍荫木，勒石

示众”与“严禁药毒长河”的禁碑。此类村规民约

以及乡村社会探索的朴素的循环农业实践，均体现

了“取之有度”“物尽其用”的生存逻辑。这类实

践的核心逻辑是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实现效用的最

大化，并维持生态循环的基本稳定。它在客观上维

系了地方生态系统的平衡，也塑造了乡村社会与自

然环境之间的良性互动。

这种朴素的生态实践的形成与延续，有赖于传

统社会的城乡关系以及由此塑造的乡村治理机制。

一方面，受限于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在没有动

乱的情况下，乡村人口与资源的流动规模有限，城

乡间要素流动的整体水平较低。同时，“叶落归根”

的传统思想及以田地为根基的财富积累模式，构成

了良性的要素回流机制，从而为乡村公共事务的自

主治理提供了社会基础。另一方面，在“皇权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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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的格局下，传统乡村社会形成了以宗族组织、

士绅精英与村规民约为核心的自主治理体系。这一

治理结构有效支撑了农田水利建设、山林资源管护

等公共事务的组织与实施。上述因素相互交织，共

同维系了传统社会中朴素的生态实践的持续性与有

效性，形成了一种基于日常生产生活的内生性环保

机制。

但近代以来，伴随帝国主义入侵、自然经济解

体与工业化萌芽，自然二元的城乡关系被打破，乡

村生态实践的社会基础被不断侵蚀。通商口岸的开

辟与近代工业的兴起，加速了资本与资源向城市的

集聚，依托于乡村社会的自然经济体系遭受重创，

农民生计日益困顿，迫使其为维持生存而过度垦殖

开发抑或离乡进城，从而动摇了传统资源利用模式

所依赖的物质基础与价值观念。同时，在现代化进

程中，宗族组织与乡绅治理因其权威的削弱而逐渐

式微。乡村精英通过新式教育和工商业经营等渠道

持续外流，乡村公共事务组织能力急剧下降。在此

过程中，基于社区共识的生态实践因治理主体缺失

与共同体意识涣散而难以为继，在传统社会中自发

形成的朴素环保观念与生态智慧逐渐式微。

2.2 制度二元结构中的环保关联行动与局限

20 世纪 50 年代，国家逐步建立起一套严格的

城乡二元分割体制，城乡关系由传统的自然二元状

态向制度二元结构转变。1958 年颁布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严格地限制了农村人口向

城市的迁移，通过结合劳动用工制度与劳动保险

制度形成了将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分割开的二元结

构 [24]。同时，乡村内部组织形态也发生了深刻变

革。通过人民公社化运动，国家政权下沉至乡村社

会，形成了“政社合一”的基层治理单元。这种高

度集中的组织体制为国家自上而下地动员农村劳动

力、开展大规模生产建设活动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此背景下，乡村社会的资源调配、劳动力组

织等工作均围绕国家生产建设目标展开。彼时，严

格分割的城乡二元结构限制了人口等资源要素的自

由流动，为乡村内部资源的集中调配创造了条件。

人民公社等集体组织通过行政指令、劳动分工、配

给与奖惩等制度化激励，将分散的劳动力进行了有

效整合，显著提升了乡村集体行动的效率。这种强

大的动员能力被集中用于经济发展，环境议题则基

本从属于生产活动，主要表现为围绕农业生产开展

的农田水利建设与植树造林，以及为保障能源和原

材料供应而进行的矿产资源开发和林木采伐等。当

然，诸如水利兴修与植树造林等实践的首要目标虽

是服务于国家建设，但仍在客观上发挥了重要的环

境改善功能，形成了“无其名有其实”的乡村环保

样态。因此，该阶段的乡村环保本质上是一种从属

于国家生产目标的、具有鲜明行政动员色彩的环保

关联行动。直至 20 世纪 70 年代初，随着第一次全

国环境保护会议（1973 年）的召开及相关机构的设

立，我国的现代环保事业才得以正式开启。然而，

其工作重心主要集中于工业污染防治和城市环境治

理，乡村地区的环保工作仍很滞后。

在这一阶段，很多地方“向自然开战”的生产

实践呈现出明显的双重效应。一方面，其在特定历

史阶段取得了显著成效。比如，由于农田水利建设

的推进，全国灌溉面积由 1949 年的 2.38 亿亩①增加

至 1979 年的 7.1 亿亩 [25]，为促进农业发展奠定了

基础。但另一方面，不少工程片面强调对自然资源

的开发利用而缺乏生态评估，为乡村生态退化埋下

了隐患。比如，20 世纪 50 年代，黄河下游花园口

等大型引黄灌溉工程因缺乏配套的排水设施，引发

了大面积土地盐碱化，导致了“一年增产、二年平

产、三年减产、四年绝产”的现象 [26]。又比如，在

“以粮为纲”“大炼钢铁”等方针指引下，部分地区

出现了大规模森林砍伐和草原垦殖等行为，不仅造

成植被破坏、水土流失等生态问题，更破坏了乡村

社会自发形成的、讲求节用有度的资源利用传统。

2.3 二元结构松动中的内生动力衰退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严格的城乡二元分割体

制开始出现松动。原先为积累工业化原始资本而设

立的封闭型城乡体制，难以满足城市化和工业化进

程中对劳动力等资源要素的巨大需求。为解放和发

展社会生产力，国家推进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这一系列制度变迁使城乡间要

素流动由严格受限逐步转向有限开放。在市场化浪

潮下，乡村人口与资源等要素呈现出长期、大规模

①  亩，我国地积单位，1 亩≈666.7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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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向城市单向流动的态势，致使乡村环保内生动力

出现系统性衰退。

在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的生态

资源被持续抽取以支撑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乡村

在客观上被塑造为资源供给客体。比如，乡村土地

资源和耕地面积不断被压缩，特别是大城市周边的

乡村还需要为城市提供生态涵养、生态屏障与生

态安全功能，产业发展受到严格限制，由此出现

了“生态抑制型贫困”[27]。不仅如此，城市中被淘

汰的重污染、高耗能的产业及废弃物也持续向乡村

转移，形成“污染下乡”和“垃圾围村”困境。乡

村的重金属污染、农业面源污染等环境问题日益

突出。面对这些外源性环境压力，乡村因青壮年流

失、基层组织弱化和治理能力不足而应对乏力。更

为关键的是，这种外源性的物质污染逐渐演化为内

源性的精神污染，摧毁了村民传统的环保观念与环

保行为 [28]。尤其是年轻一代在价值观念上逐渐疏离

乡土，崇尚城市消费主义，乡村生态伦理与共同体

意识不断瓦解。而乡村的环境衰退、疾病风险及因

病致贫概率的增加进一步诱发了乡村人口的外迁，

导致了 DDPM（Degradation，Disease，Poverty，
Migration）型社区的产生 [29]，乡村环保内生动力的

培育基础持续恶化，乡村发展陷入恶性循环。

这种乡村环保内生动力的系统性衰退是城乡结

构失衡与乡村内部治理能力弱化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城市的虹吸效应使乡村环保的社会基础持续

弱化。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离土离乡”，乡村

地区在人力、资本、资源及社会活力上呈现“失

血”态势，乡村环保内生动力的培育失去了关键的

行动主体与社会基础。其次，乡村内部的社会结构

与组织基础发生了深刻变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的实行使得生产经营单位从生产队回归家庭，这一

转变在赋予农民生产经营自主权的同时，也间接地

导致基层组织陷入瘫痪或半瘫痪状态 [30]，乡村动员

能力与集体行动能力逐渐式微。再者，现代性的冲

击导致地方性生态知识趋于消解。这种地方性知识

的消解意味着乡村的决策权力让渡给了外来者 [31]，

乡村在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中逐渐依赖外部技术

与规范，其自主决策与创新实践受限，环境保护甚

至成为与农民“无关的事”。此外，在发展主义导

向下，乡村社会的价值观念发生了深刻蜕变，原有

的环保共识与集体意识不断淡化。上述因素相互交

织，共同导致乡村环保的内生动力出现全面衰退。

2.4 城乡关系调适下的内生动力复苏

21 世纪以来，我国的政策重心开始向农村倾

斜，城乡关系呈现出从“统筹城乡”到“以城带

乡”再到“城乡融合”的转型轨迹。2002 年，党的

十六大首次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2007
年，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

乡的长效机制”。相关政策都延续了通过城市辐射

带动乡村发展的思路，同时，国家显著加大了对农

村的投入，乡村环境问题得到了显著缓解。随着乡

村振兴战略和乡村全面振兴规划的相继提出，国家

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这标志着城乡关系的定位发生了根本转变，城乡要

素双向流动的新格局加速形成，从而为乡村环保内

生动力的复苏创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

在粗放型发展阶段，农村面临的水体黑臭、土

壤重金属超标、农业面源污染等复合型环境问题十

分复杂，环境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国家对此高度

重视，通过开展专项治理等方式积极应对。比如，

国家推动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厕所

革命”等工程，在解决垃圾、污水和卫生设施短板

上发挥了关键作用。然而，早期治理模式主要依赖

外部资源输入与行政推动，虽在短期内改善了部分

地区的环境面貌，却未能有效激发乡村环保内生动

力，乡村环保工作仍面临“治标难治本”的困境。

随着乡村全面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的深入推进，部

分地区通过创新治理机制、拓宽农民参与渠道、推

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等途径，激发了乡村社会的环

保积极性。例如，浙江安吉、安徽歙县等地通过发

展乡村旅游和有机农业，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

势，为农民参与绿色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内生激励，

也为乡村环保内生动力的系统性复苏积累了有益

经验。

总的来看，乡村环保内生动力复苏的关键在于

乡村治理体系的变革以及城乡关系的转型。2004 年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后，国家财政专项转移支付的

比重逐渐增加，项目制逐渐成形 [32]，为乡村公共事

务治理提供了抓手。通过专项资金配套、目标设定

与考核验收等机制，国家资源持续下沉至乡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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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组织落实环境治理任务提供了资源支持与制度

激励。持续的项目下乡与环保下乡在解决突出环境

问题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培育了乡村环保氛围。

同时，社会资本下乡和人口回流为乡村环保内生动

力的复苏创造了条件。据统计，2012—2019 年已有

超过 15 万家经营主体下乡投资，累计投资金额超

过 2 万亿元 [33]。截至 2025 年 6 月，全国各类返乡

入乡创业人员已超过 1300 万人 [34]。这些返乡入乡

经营主体不仅为乡村环保内生动力的培育注入了新

的人力资源，还为乡村带来了新的理念和技术，使

乡村有能力将外部资源转化为内部动力 [20]。

然而，乡村环保内生动力的复苏仍面临严峻的

区域性失衡问题。在部分经济发达地区，依托较强

的集体经济基础、活跃的市场主体与完善的治理体

系，环保内生动力的培育较为顺利，农民主体性得

以初步建构。反观经济基础薄弱与基层组织能力有

限的乡村，其内生动力的培育仍处于初步阶段，环

境治理在很大程度上仍依赖外部资源的输入，尚未

真正形成从“输血”到“造血”的转换机制。

综上所述，乡村环保内生动力的演变与城乡关

系的结构性变迁紧密交织，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

征。随着近代以来城乡关系的变迁，传统社会自然

形成的内生动力趋于消解。20 世纪 50 年代，在严

格的城乡分割体制下国家依托人民公社等制度形成

了强大的行政动员能力，将水利兴修、植树造林等

环保实践内嵌于生产建设活动中。随着城乡二元格

局的松动和乡村集体组织能力的逐渐式微，乡村资

源要素单向流向城市，乡村环保内生动力因社会基

础弱化而呈现出系统性衰退。进入 21 世纪，乡村

的依附性地位有所改善，乡村环保内生动力在近年

来逐渐得到复苏。但其复苏态势呈现出显著的区域

不均衡性，全面复苏仍面临着严峻挑战。

3 结构性正位：乡村环保内生动力的生成逻辑

关于如何有效激发乡村内生动力，学界虽然开

展了多维度研究，但尚未深入讨论这些路径生效的

深层机制与运行条件。例如，为何赋能农民主体、

盘活内部资源以及促进内外互动等路径在某些地区

有效，而在其他地区则成效不彰？这些路径的生效

取决于何种结构性要件？显然，停留于内生动力激

活路径的识别尚不足以揭示其生长的真正逻辑。我

们还必须追问：何种结构性条件决定了这些路径从

“可能”走向“有效”。本文基于城乡关系视角，提

出了结构性正位这一分析框架，旨在揭示乡村环保

内生动力的生成逻辑。

3.1 结构性正位的提出及其内涵

乡村环保内生动力的变化本质上是城乡关系变

迁的缩影。费孝通先生在 1947 年便精辟地指出，

中国城乡关系存在“相成相克”的双重面向 [35]。传

统城乡之间保持着功能互补的相成关系，城市是政

治、商业中心，乡村则提供农产品和人力资源，二

者形成有机循环。但近代以来，城乡关系逐步由

“相成”转向“相克”。中国传统社会中有机循环的

城乡关系被打破，乡村精英和资源持续外流，出现

了“乡土损蚀”[35]，内生动力不断流失。为此，费

孝通先生曾提出过“乡土复员”的解决路径 [35]，试

图通过发展乡土工业、推动现代工业技术下乡等途

径激活乡村内在的经济活力，重新构建城乡之间的

有机循环关系。

乡土复员的构想揭示了激发乡村内生动力的关

键在于重建乡村的经济主体性与城乡间的良性互

动，这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起点。然而，这

一构想诞生于 20 世纪上半叶，其时城乡二元分割

的制度性壁垒尚未建立起来。20 世纪 50 年代随着

严格的城乡二元体制逐渐确立，乡村的弱势与依附

地位被制度化、结构化。这使得乡村内生动力的激

发面临着乡土复员思想未及系统阐述的、更深层次

的障碍，即乡村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格局中处于

一种制度性、系统性的依附和从属位置，城乡关系

出现了结构性错位。因此，激发乡村环保内生动力

的根本前提在于矫正这种深层次的结构性错位，推

动乡村实现结构性正位。结构性正位指的是乡村在

城乡关系结构中从依附性客体转变为能动性主体的

过程。它并非要回到传统的自然二元状态，而是通

过制度创新与政策调整，确立乡村与城市同等重

要、功能互补的平等地位，构建要素双向流动、价

值互促共生的新型城乡关系。唯有乡村回归“正

位”，其环保内生动力所依赖的资源基础与主体力

量才能获得根本性保障，从而实现从“输血”到

“造血”的深刻转变。

结构性正位这一概念表明，乡村环保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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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流变在本质上反映了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位

育”问题。“位育”意指事物“各有其不同的结构

性位置，在此位置上‘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

行而不相悖’”[36]。历史上的结构性错位使乡村沦

为资源要素的供给地，缺乏持续培育内生动力的

“位”。而 21 世纪特别是近年来国家对城乡关系的

调整，则使不少乡村逐渐回归到能够与城市实现良

性互动、有机互补的位置，由依附性客体转变为能

动性主体。在这一过程中，农民的主体活力、乡村

内部的资源要素及其对外部资源的转化能力得以恢

复与提升，环保的内生动力具备了持久的成长土

壤。因此，结构性正位是乡村摆脱边缘化、重建发

展主体性的关键过程，是内生动力得以激发的基础

性条件。

结构性正位包含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第一，

功能定位维度。国家发展战略对乡村的角色定位决

定了其在城乡格局中的结构性位置。乡村全面振兴

与城乡融合发展的推进为乡村突破结构性依附、重

塑城乡平等关系奠定了基础。比如，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和乡村全面振兴规划及其配套的政策

体系从战略层面将乡村的生态环境价值系统地整合

进乡村发展体系，通过生态补偿和扶持绿色产业等

举措，使环境保护成为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重

要路径，从而激发环保内生动力。第二，要素流动

维度。资源、资本与人才在城乡间的合理配置与有

序流动，是实现结构性正位的关键条件。功能定位

必须通过资源要素的流动与配置来实现。总的来

看，城乡间的要素流动经历了从要素汲取到要素补

偿再到要素融合的过程，这直接反映了乡村在城乡

结构中的位置变动。比如，绿色投资下乡、环保技

术推广、返乡人才创业等，使乡村获得了推进环境

治理与绿色发展的物质、技术与人才支撑，由此增

强了乡村环保的内生动力。第三，主体性建构维

度。农民及其在乡村发展中的能动性、话语权和收

益权，是结构性正位的基石与最终落脚点。明确的

功能定位与合理的要素流动，最终是为了培育和赋

能乡村主体，使其真正成为发展的能动者。主体性

的确立状况直接决定了内生动力能否被有效激发和

维系。比如，通过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机制，农民可

直接从绿色产业和环境治理中获得收益，有利于形

成责任共担和收益共享意识，这对促进乡村环保内

生动力的持续生成具有重要意义。上述三个维度对

应着乡村实现结构性正位的过程：功能定位从制度

层面奠定其主体地位，要素流动从资源层面为其提

供发展动能，而主体性建构则从社会层面促进内生

动力的生长。三者环环相扣，构成了乡村突破结构

性错位和激发内生动力的逻辑链条。

总的来看，乡村环保内生动力的生成取决于乡

村在城乡结构中所处的位置。结构性正位这一概念

表明，激发乡村环保内生动力不能仅局限于乡村内

部以及简单的内外互动策略，而必须首先破解其面

临的结构性约束。只有当乡村从发展中的依附性客

体转变为具有能动性的主体，即实现结构性正位

时，赋能农民主体性、盘活内部资源以及促进内外

力量联动等路径才能获得坚实的支撑。

3.2 乡村环保内生动力的区域差异与政策路径

结构性正位不仅揭示了乡村环保内生动力的生

成逻辑，也为理解内生动力的区域性差异提供了有

力的分析工具。当前，乡村环保内生动力大致呈现

出“东部复苏、中西部乏力”的梯度格局。

在东部沿海地区，许多乡村在国家和区域发展

战略中被赋予“生态宜居”“乡村振兴样板”等功

能定位，强大的地方财政和活跃的市场经济催生了

人才、资本、技术等要素的回流。然而，有些地方

的结构性正位进程也面临着过度资本化的新挑战。

外部资本的强势介入虽快速改善了人居环境，但也

可能挤压本地村民的主体空间，使在地村民从“参

与者”变为“旁观者”甚至“被雇佣者”，导致农

民主体性难以真正激活。因此，这类乡村在培育内

生动力时应重点防范和矫正过度资本化对社区主体

性的侵蚀。一方面，需要强化村集体在生态资源定

价、项目引入中的谈判能力和监督权，确保村民在

绿色产业发展中的收益权和参与权，避免利益分配

向外来资本过度倾斜。另一方面，需要推行以社区

为主导的生态环境共管模式，将环保责任与收益更

多地锚定在本地村民身上，促进外来资本与本地社

区的深度融合，而非简单替代。

广大中西部地区乡村的功能定位仍较多以“保

障农业生产和生态安全”为主。这类地区因青壮年

劳动力外流导致乡村主体性缺失，基层治理能力相

对薄弱，制约了其实现结构性正位的进程。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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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地区应积极为实现结构性正位创造基础条件。

一是实施差异化的赋能策略。在重点生态功能区，

加大纵向生态补偿力度，积极探索基于特定生态产

品（如优质水源、碳汇等）的横向补偿机制，促进

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效率，解决其因承担生

态保护功能而面临的发展权受限问题。二是着力培

育本地“新主体”。地方政府需要重点扶持家庭农

场、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新型经营主体，通过合

理的政策引导外出务工人员、大学生返乡创业，通

过培育本土人才填补经营主体空缺。三是强化外部

支持的精准性与赋能作用。地方政府应调整项目资

源的投入方式，更加注重激发社区主体的参与度和

自主性，将项目实施过程作为提升社区自组织能力

和培育内生动力的契机。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城乡关系视角系统考察了乡村环保内

生动力的历史演变。研究表明，乡村环保内生动力

的演变轨迹与城乡关系的结构性变迁深度交织。传

统社会在城乡自然二元状态下形成了朴素的生态观

念与生态实践，但近代以来城乡关系的剧烈变迁致

使这一内生环保秩序逐步瓦解。20 世纪 50 年代，

在严格的制度二元结构与政社合一的集体化体制

下，乡村环保被整合进了生产建设活动中。随着二

元格局的松动，乡村环保内生动力因要素外流与组

织能力弱化而陷入衰退。直至城乡关系迈向融合发

展，乡村的组织基础、集体行动能力得以重建，城

乡资源要素趋于互补，乡村环保内生动力逐渐呈现

复苏态势。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了结构性正位

这一解释框架，指出乡村环保内生动力的生成取决

于乡村在城乡关系中的合理定位。

既有研究多聚焦于激活内生动力的现实困境与

地方经验，却较少追问乡村环保内生动力流失的历

史根源。结构性正位从城乡关系演变的历史维度揭

示了乡村环保内生动力的生成逻辑。这表明乡村需

要通过功能定位、要素流动与主体性建构的系统性

优化，实现从依附性客体向能动性主体的结构性转

变。乡村环保内生动力的流变是内置于城乡关系变

迁的宏观脉络中的，这不仅是资源投入或制度设计

问题，更是乡村在城乡融合进程中重新确立功能性

位置的“位育”问题。

当前，结构性正位仍面临着严峻挑战，突出表

现为区域之间的巨大差异。较强的集体经济基础、

活跃的市场主体与完善的治理体系为部分乡村地区

的结构性正位提供了有利条件，乡村环保内生动力

呈现良性发展态势；而广大中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基

础薄弱、资源要素持续外流，结构性正位进程缓

慢，环保工作仍主要依赖外部资源输入。因此，进

一步激发乡村环保内生动力必须立足于不同区域的

发展阶段，实施差异化和梯度化的政策路径与干

预机制：东部乡村需着重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

制，防止外部资本与市场逻辑的过度挤压，保持并

巩固农民在城乡融合进程中的主体性地位，推动内

生动力从“复苏”向“持续”升级；中西部乡村则

亟须通过制度性设计和要素再分配，加快实现结构

性正位，夯实内生动力成长的制度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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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olution and Generative Logic of Endogenous Dynamics in 
Rur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

Rural Relationships
ZHOU Yi1, CHEN Tao2*

(1.Department of Sociology,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1100, China; 2. Research Center for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1100, China)

Abstract: Existing studies on the endogenous dynamics of rur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ften overemphasizes countermeasures while 
neglecting contextual and prioritizes case studies over holistic perspective, making it difficult to explain their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regional 
variations. Historical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evolution of rur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s endogenous dynamics is deeply intertwined with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in urban–rural relationships: under the natural dualism phase, it manifested as simple localized practices; under 
institutional dualism, it served as environmentally related actions aligned with national development goals; after the loosening of the dual 
urban–rural configuration, it entered systemic decline due to factor outflows, until a recovery trend emerged following systematic adjustments 
in urban–rural relations by the state. Based on a critical review of existing activation pathways,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structural re-positioning, aiming to reveal that the generation of rur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s endogenous dynamics depends on the 
rational positioning of rural areas within urban–rural relationships. At present, the comprehensive realization of structural repositioning in 
rural areas has not been achieved, leading to significant regional disparities in the cultivation of endogenous dynamics. Accordingly, eastern 
regions should focus on preventing the erosion of rural subjectivity by excessive capitalization, whil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need to 
consolidate the foundation for re-positioning through external empowerment, so as to promote the holistic growth of rur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s endogenous dynamics.
Keywords: structural re-positioning; endogenous dynamics;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rur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